从传播路径改善医患关系之探讨
450001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凌凌

【摘要】最近发生的哈尔滨杀医案显示：医患关系的紧张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本文讨论了过去几年的热点医疗报道：天价医疗费案、茶水发炎事件、缝肛门和八毛门，反思媒体在建构医疗行业拟态环境方面的失误，提出从传播领域入手，改善医患关系的一些建议：医学院加强人文素养教育，提高医生的沟通意识和水平；医务工作者在健康传播方面负起责任，热点事件中敢于发出专业的声音；大众媒体要反思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怀着善意进行建设性的报道；从宏观的社会问题出发去寻找选题和恰当的报道方式；客观平衡地进行报道并保留重要采访资料的录音等证据；专业问题寻求专业帮助，心怀敬畏小心求证；冷静地叙述故事，摒弃煽情主义的报道手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报道中展现这种努力；在报道中体现爱与关怀。

【关键词】健康传播 医患关系 医疗卫生报道
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工作室内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未成年患者用水果刀刺向医护人员，致一死三伤。触目惊心的砍杀行为之外，围观群体就此引发的狂欢表态成了事件中更大的新闻。参与某门户网站这条新闻之后调查的6161网友中间，高达4018人表示了“高兴”。 如果说血案的发生属于行凶者个人经历与性格原因导致的极端个案，那么大众的幸灾乐祸显然昭示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怨气戾气在加重，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成为常态，而医疗行业作为和千家万户打交道的窗口行业，不幸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在整合社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几个案例，反思媒体在医疗卫生报道方面的不当表现，并提出医务界和媒体业应如何通过建设性的传播方式，弥合社会创伤，重建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和谐。
医患关系作为健康传播的重要议题，既涉及到人际传播层次上的医患沟通，也涉及组织传播层次上的医院管理，更涉及大众传播层次上的拟态环境建构。在大众传播层次上，媒体通过议题设置，引导社会把目光投向某一领域，并通过文本和话语建构，来塑造医生和医疗行业的“刻板印象”。按照美国学者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媒体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媒体所建构的“主观现实”，以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方式，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
大众媒体的医疗报导事实上起到了对广大患者的“培养”作用。当这种培养以负面形象居多时，就会形成患者就医过程中的心理基础。一旦现实中的就医体验令人不快，就容易和上述心理基础发生“共振”，从而放大被侵害的感觉。那么，最近这些年来，大众传播媒体通过议题设置和报道框架，为我们建构了怎样的医疗行业的“主观现实”？
案例一：哈尔滨天价医疗费案

2005年5月16日，哈尔滨市74岁的市民翁某因患有恶性淋巴肿瘤而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之后，老人家属向媒体举报，老人住院67天，住院费用总计139.7万元，加上病人家属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购买的400多万元自费药品，合计耗资达550万元。家属指控医院多收费、乱收费、过度治疗等问题，引发“天价医疗费”报道热潮。最终，卫生部的调查小组认定，违规收费20万元，医院存在的问题是管理混乱、涂改病历、分解收费。

该事件作为“看病贵”的典型，成为当年新闻报道的一个热点。应该说媒体的报道对于医院的管理混乱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引发了人们对于医院收费问题的关注。但大多数媒体的报道焦点都集中在医院乱收费、多收费上，以及“花了550万病人还是死了”，而较少涉及本案背后的强势阶层利用钱权干预医院治疗、医疗资源分配使用不合理等深层问题。炒作天价医疗费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暗含了公众的一个常见心理：只要舍得花钱，就应该能挽回生命，而这并不符合科学规律。对于输液量超过常规的报道，调查结果表明是记者对医学专业知识缺乏了解造成的误解。早期的一些报道因为采用患者家属单方面说法，甚至连住院天数和医院收费数目这样一些基本事实都出现了差错。
案例二：杭州“茶水发炎”报道

2007年3月，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记者和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的同行，谎报病史，用茶水冒充小便送医院检查。在记者选择送检的十家医院中，有6家查出“尿液”呈阳性。3月20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记者用茶水当尿液送检医院化验出“发炎”》一文，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网友对医院、医生的怨气再次找到了发泄口， “医院真黑、医生真狠”的言论又一次成了媒体和公众争相谈论的话题。 
医生们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知名医学网站“丁香园“的倡议下，全国92家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仅仅用了50个小时，就自愿完成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检测。结果显示：在136份化验单中，未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数量为9份，占总数的6.61%；已检出“阳性”项目的报告单数量为127份，占总数的93.4%。另有医学专家向公众指出，尿液分析仪器和试剂是针对尿液设计的，不具备辨别茶水等其他液体的功能。而茶水中含有大量的未知干扰物质，如果以茶代尿送检，很容易产生假阳性反应。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也对此报道给予了回应：卫生部已经请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证实这件事医院没有任何错误。 

此事中媒体方可谓“完败”，对记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缺乏医学常识，想当然地进行所谓“新闻策划”，违反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2.对医生进行有罪推定，虚构病史，假材料送检，干扰正常医疗秩序 。3.采访手段不正当，违背诚信原则。4. 报道的开头和结尾直接指责医务人员不负责任，作风不严谨，导向明显，误导公众，令本来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案例三：深圳“缝肛门”。
2010年7月26日事主陈先生向媒体反映，妻子林某萍在深圳凤凰医院生产，生产后肛门肿成了鸡蛋大小，发现周边都是线，怀疑肛门被缝闭。众多媒体迅速介入报道，《疑少送红包，深圳产妇肛门被助产士缝上》等标题再次引发人们对医疗行业职业道德的公开讨伐。

2010年7月30日：深圳市卫人委通报调查结果，称没有证据证明助产士将产妇肛门缝闭。根据专家意见，产妇在产后出现突发性痔疮，同时引起大规模活动性出血较为普遍，助产士对痔疮出血点进行了缝扎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妥，媒体的“缝肛门”报道混淆了“把肛门完全封闭”和“缝合（或结扎）肛门痔疮出血点”的区别。至于陈默提到的妻子在分娩后三日没有大便的质疑，医学专家同样给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2010年8月：助产士张吉荣将事主陈先生及两家媒体推上被告席，并最终赢得了名誉侵权官司。 报道过去一年半之后，央视的新闻调查发现，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产妇受打击疑似患上抑郁症，丈夫为照顾妻儿无法再工作；助产士张吉荣饱受舆论压力，丢工作后至今生活拮据；凤凰医院信誉受损病患锐减，被迫暂停营业 。与此同时，媒体也从最初的“舆论监督者”沦落为各界批评的对象。
纵观此案，媒体的失误在于如下几点：1.丧失了媒体的客观公正原则，把自己化身为患者及家属代言人，没有给被质疑的医院以平衡的发言机会。2.调查不够深入，缺乏认真求证，就把患者质疑拿来做结论、做标题，甚至配发倾向性极强的“编者按”，迎合社会情绪，追求耸动效果，最终误导公众。
案例四：深圳“八毛门”。

2011年9月，陈某出生仅6天的婴儿因无法正常排便入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医生要求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婴儿父亲转到另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就给“治愈”（实际上只是缓解了病情）。接到婴儿父亲爆料后，多家媒体报道《医院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8毛钱治愈》，再次引发公众对于医院乱收费、医生“黑心”的指责。
正在舆论对医院进行全面批评时，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八毛钱只是缓解了病情，远非治愈。家长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首发媒体深圳新闻网向公众道歉。 
深圳新闻网在公开信中反思：我们在此稿件的处理中，有新闻专业方面的失误，客观中立平衡的新闻专业精神没有得到好的体现。在接到患儿父亲一方的信息后，我们的稿件对院方的采访应该更深入，双方信息应该做到更好的平衡；对患儿病情的判断，我们缺乏健康传播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没有中立专家和证据的充分支撑。一篇有问题稿件的发出，记者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编辑，管理层都有责任。致歉以外，从事件中汲取教训，反思我们在报道流程、记者知识储备、新闻专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更重要的方向。要沉淀下来的，不只是记者个人，更有我们整个团队。

从以上的案例来看，诸如此类的煽情主义报道为我们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看病贵，八毛钱的病敢要10万，550万买来“最昂贵的死亡”；看病难，导致未成年患者拔刀相向；医院没有专业标准，为了挣钱从茶水中看出炎症；医生胆大包天，为了红包敢把病人肛门缝合；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倒在屠刀下，大部分网友表示高兴，医患对立已成为社会常态。这种报道不但对广大辛苦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失公平，更严重的是，它降低了医疗行业的社会评价，产生了不利于医疗行业的人才导向。近年来，多个省份临床医学类专业录取分数线在一路下滑。2012年，厦门大学提出医学生免学费政策以招揽人才。另外一组数字也可以说明医疗行业职业自豪感和吸引力的下降。据中国医师学会的调查，2002年，不愿自己的孩子学医的家长占 53.96%，2011年这一数字增至88.47%。
不良的医患关系使救死扶伤的医学事业污名化，最终将使全社会受伤。

根据学者张自力的研究
，社会情境中的医患关系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而是要受到医疗体系和外部的社会因素的多重制约，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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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图来透视当前复杂的医患关系，我们看到，有三重因素影响到医患关系。其一是微观层面的医患沟通。医学知识专业性较强， 大多数患者难以深入了解，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大城市大医院的医护人员终日处在高强度压力之下，不可能有时间和病人做深入的沟通。患者因为医学常识的缺乏对医疗行为常常抱有不且实际的期待，而医院的风险告知因为沟通不足常被患者一方理解为“推卸责任”。在医患关系紧张背景下，医生为保护自己又倾向于多做检查，进一步加重患者负担。其二是中观层面的医疗体制对于医生和患者的影响。受国家实力所限，目前的医保体制导致病人自负比例过高，“因病致贫”较为普遍，一旦花了很大代价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病人常常会产生“人财两空”的幻灭感。对医生来说，医疗产业化政策使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庸俗化，在医院的绩效考核目标下，大处方高收费成为普遍现象。其三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冲突、官民矛盾、弱势群体的绝望情绪等，导致医疗系统作为窗口行业，成为替罪羊；有媒体基于自身工作特性对于负面事件的放大报道和炒作，形成患者对于医院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和不愉快的就诊经历发生共振，容易进一步放大负面体验，造成社会对抗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除了尽快而又审慎地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大医保覆盖面积和支付比例、进一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平等等根本问题之外，本文拟从传播的角度，提出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的一些建议。
1. 医学院开设人文类课程，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意识。
大多数医患纠纷都来源于沟通不足。而大多数医生或者迫于巨大的工作压力抽不出时间沟通，或者认为技术第一重视钻研业务轻视沟通，或者缺少传播的技巧无法有效沟通。而医学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还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
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一片墓地中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一位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也许说出了医生工作的本质，就是人道。医学院校的人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增强医学生对人、对生命、对病人的尊重与关爱。各种人文类课程如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学等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开阔医学生的视野，养成学生良好的医疗实践行为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他们为人类健康和尊严献身的情怀。有效的人文教学方法应是“讨论”、“对话”、“实践”和“反省”。 通过启发式、探究、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知情同意、过度医疗、医患关系紧张、农村医疗、临终关怀、医疗纠纷等医学社会学问题，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把专业知识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对患者的理解、尊重、体谅和更好的沟通，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达到“治病救人”的职业目标。

2、医务工作者应该在大众健康传播方面担负其责任。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众的健康知识比较匮乏，缺乏疾病的预防、保健和医疗急救知识技能的相关培训，对医疗的局限性也缺乏了解。这一方面推高了疾病的发生率，加大了医疗的压力；另一方面许多群众又对医疗的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导致医疗纠纷甚至“医闹”事件频繁发生。在媒体报道炒作医疗热点新闻时，很多医院和医生由于缺乏大众传播经验，怯于和媒体打交道，只顾埋头治病，不知道适当沟通，拒绝和回避采访。院方的沉默造成媒体单方面采访患者，造成信息的片面和失衡，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医院的误解和不满。
本文建议医院和医生：（1）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医学和健康常识，提高国民的“健商”，通过预防缓解医疗的压力；（2）要乐于接受媒体采访，提高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用专业知识消除误会，澄清是非，在冲突事件中充分表达，占据主动，赢得社会的理解和信任。
3、 媒体应反思自身在建构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不断改进医疗报道，以建设性的态度增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社会和谐。
本文前半部分给出的几个案例，集中地体现了当下媒体在医疗卫生报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记者缺乏医疗卫生常识，对所报道的问题一知半解而又急于报道；在冲突事件中缺乏医生医院一方的声音，媒体成为患者的传声筒，失去了报道的客观和平衡；为吸引注意力放大炒作负面事件，加剧社会对立和撕裂；以强势的质疑姿态进行报道，缺乏小心求证的精神，造成情绪大过事实，甚至重要事实出现差错，损伤媒体的公信力。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前医患关系中，医院一方无论从知识信息还是财力地位上来说，都处于强势方，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为患者发声，质疑医院，有其根据。但从新闻的平衡原则来说，必须要给被质疑的一方发声的机会，这也是保证新闻真实性和公正性的有效手段。
判断媒体是履行职责还是哗众取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谁将从媒体的报道中受益——是社会还是媒体自身。媒体业需要建立起如下共识：揭露问题是对的，撕裂社会是错的；批评的同时给人希望是对的，让人绝望是错的；通过报道改善了报道对象的处境是对的，恶化其处境是错的。媒体应该 “以善意揭示真相”，即以善意的目的、敬畏的态度、平和的提问方式、小心求证的调查、化解问题的方式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探索解决之道。 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揭露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以建设性的态度从事报道之外，本文给从事健康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以如下操作建议：（1）从宏观的社会问题出发去寻找选题和恰当的报道方式，而不是被爆料人牵着鼻子走。一事一报的新闻只能留下片刻的热闹，却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2）客观平衡地进行报道并保留重要采访资料的录音等证据。（3）专业问题寻求专业帮助，自己也努力成为报道领域的专家。心怀敬畏小心求证。（4）冷静地叙述故事，摒弃煽动情绪的报道方式，把事实和意见分开。（5）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报道中展现这种努力。（6）在报道中体现爱与关怀。
本文以《医疗报道：以建设性的传播方式重建医患信任》为题发表在《青年记者》2012年9月下，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进行了较多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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